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冯梦龙知音故事缺失补证 

陈娴 程涛平
1
 

【摘 要】：明代冯梦龙的话本小说《警世通言》的开篇之作《俞伯牙摔琴谢知音》讲述了著名的知音故事。但

若单纯地将其理解为音乐交友的故事，不免有一叶障目之嫌。俞伯牙与钟子期实为两位值得讴歌的平息战乱的英雄。

本文以史料为依据，探究隐藏于“知音”故事背后春秋时期晋楚争霸历史背景下的“息兵”运动，揭示了俞伯牙为

平息战争，寻找成功推动第一次息兵的楚乐官钟仪后裔钟子期，促成春秋史上著名的第二次息兵，由此结束了战争

给人民带来的巨大灾难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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武汉市汉阳区汉水入江处不远有一处名扬中外的名胜古迹古琴台，古典雅致，环境优美。在武汉市蔡甸区马鞍山，有钟子

期墓，林木森森，古墓巍然。不远处汉江右岸有小河流入，更有琴断口的古地名，让人不禁发思古之幽情。明代冯梦龙的话本

小说《警世通言》第一篇就是《俞伯牙摔琴谢知音》1，主人公俞伯牙与钟子期“以琴相识，结为知音”就发生在这一带。《警世

通言》的这个交友故事，因有古琴从中穿针引线，比起《三国演义》刘关张三结义的故事，更显高雅，文化气息更浓，故能长

传不衰，流传千古。在冯梦龙笔下，春秋晚期的中国社会一派祥和，人们崇尚音乐，以古琴咏志，交流感情，仿佛后世陶渊明

笔下的世外桃源。然而，当我们阅读历史，便得知春秋晚期，中原大地一直笼罩在晋楚争霸的战争阴霾中，各诸侯国都被迫卷

入无休无止的战争之中，贵族和老百姓都苦于战争，民不聊生，怨声载道，丝毫不见知音故事中的那种闲情逸致。真实的历史

是伯牙顺应时代要求，挺身而出，联络最早为息兵作过贡献的楚乐官钟仪的后代钟子期，为推动息兵不懈奔走，终于终止了晋

楚争霸。冯梦龙以话本小说的形式讴歌了两位英雄，但为了追求文学效果，刻意隐去了真实时代背景，故今天人们津津乐道“知

音”故事的时候，对故事的两个主人公在春秋时期为推动“息兵”、制止战争做出了巨大贡献并不知情，这是重大缺失，有必

要予以补充、论证。 

一、冯梦龙有意忽略息兵背景 

冯梦龙，苏州人，明代中晚期杰出的文学家、戏曲家。《喻世明言》《警世通言》《醒世恒言》是他的代表作品，又称《三言》，

代表了冯梦龙创作的最高成就。冯梦龙 60 岁时出任福建寿宁知县，亲笔撰写了近五万字的《寿宁待志》，是他为官详细而真实

的记录。在 4年的寿宁知县任期中，冯梦龙主持公平正义，展现了爱民、公正、清廉的形象。(2)冯梦龙的为官经历，决定了他的

创作方向。他笔下的钟子期，是一个樵夫，生活艰辛；俞伯牙虽贵为高官，却有亲民作风。冯梦龙刻意宣传这两个人之间的高

尚友情，体现了中国古代优秀知识分子的正直情怀。 

存在决定思维，经历决定创作。冯梦龙生于明朝后期的崇祯年间，明朝在崇祯皇帝之前，虽然始终外有边患，蒙古、瓦剌、

满洲相继而起，战事不断，但国内却一片歌舞升平，奸宦当道，王振、曹吉祥、刘瑾、谷大用、魏忠贤、王承恩等，相继把持

朝政，阉党与朝党之间的党争，正邪之争，门户之争，使朝政陷于严重内耗。崇祯即位时，没有学他的祖先无所作为，登基之

始，就以铁腕治国，采取一系列果断的举措，雷厉风行地清除了魏忠贤和客氏的势力，使得朝野上下精神为之一振。由此，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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祯登位后，得到了老百姓和正直官员的拥护。在李自成起义之前，国内没有大的战争，明朝一度振兴，号称“崇祯盛世”。 

冯梦龙认为政治就是清除贪官和奸党，真正的太平盛世就是“息讼”。犹如东晋时期的陶渊明追求与世无争的桃花源一样，

他的理想是，人人互敬互爱，互相尊重，没有尔虞我诈，没有冤狱，崇尚音乐，歌舞升平，相敬如宾，成为知音。故冯梦龙创

作的《三言》均具有典型的太平盛世才有的色彩。与一般官吏只会写公文或通过琴棋书画自娱自乐不同，冯梦龙有创作小说的

才能，为此，他取材春秋时期的交友故事，通过创作话本小说《俞伯牙摔琴谢知音》来宣传自己的主张。“息兵”是战争年代

才会出现的话题，自然会被冯梦龙有意淡化。他在小说中，略去了息兵的大背景，故事中伯牙因哀悼子期而摔琴，终生不复弹

琴，冯梦龙描写得活灵活现，体现了小说创作可以虚构的特点。 

冯梦龙的知音故事，容易让人们误以为春秋后期各诸侯国之间和平相处，音乐可以沟通贵族与平民的情感，各地一派歌舞

升平，没有战争阴云，这与当时的历史状况严重不符。 

二、晋楚争霸是春秋时期的灾难之源 

《警世通言》说俞伯牙在晋国为官，就表明故事发生在春秋之时。从公元前 770 年到公元前 476 年为中国的春秋时期。晋

文公之后，晋楚之间进行的大的直接战争一共有 7 次，但两个大国各同盟小国之间的代理战争却有很多。春秋 300 年发生了大

约 200 次代理战争。(3)代理战争是晋楚避免与对方直接交锋，指使同盟小国进攻敌国同盟小国而进行的战争。孟子曾说：“春秋

无义战”(4)，形象概括了这个时代的主要特点。 

春秋时期主要有四个大国：晋国、楚国、齐国、秦国。在晋楚争霸期间，晋与齐、齐与楚、楚与秦之间，都曾联合作战，

唯有晋、楚之间没有任何联合作战的情况。说明这个时期，战争的实质是晋楚两个超级大国争夺霸权，贯穿始终，难解难分。

在当时，晋楚要争夺的不是地区性霸主，而是天下霸主。当时具有争夺天下霸主潜力的并不只有晋、楚，还有齐、秦，而齐国

本来就做过天下霸主。当时的争霸局势：晋、楚、齐、秦都已是地区性霸主，但晋、楚实力最强，是第一梯队的争霸者；齐、

秦实力次之，是第二梯队的争霸者。 

战争频繁，受害最深的是小国人民。宋国位于今河南省商丘一带，郑国位于今河南省新郑一带，其位置皆处于东西、南北

之要冲，不但在军事上具有重要战略价值，在经济上也是会通之地。楚国的扩张无法绕开中原腹心之地宋国和郑国，争夺宋、

郑二国成了晋楚争霸的关键。晋文公之后，宋国一共经历了 91次战争，其中 54次与晋楚争霸直接相关，占战争总数的 59%；郑

国一共经历了 133次战争，其中 92次与晋楚争霸直接相关，占战争总数的 69%。(5)宋、郑二国，一会儿投靠晋国而与楚国为敌，

一会儿投靠楚国而与晋国为敌，两不讨好，苦不堪言。对此，《左传》有很多记载。《左传·襄公九年》载郑国公子鲱哀叹：“天

祸郑国，使介居二大国之间。”《左传·襄公十九年》载郑国子家说：“居大国之间，而从于强令，岂其罪也？大国若弗图，

无所逃命。”《左传·文公三年》记鲁国的季武子说：“小国之仰大国也，如百谷之仰膏雨焉”；庄叔说：“小国受命于大国……

抑小国之乐，大国之惠也。”《左传·宣公十四年》记孟献子说：“臣闻小国之免于大国也，聘而献物，于是有庭实旅百；朝

而献功，于是有容貌、采章、嘉淑，而有加货，谋其不免也。”道出了小国的心声。 

三、反战声浪促晋楚第一次息兵 

晋楚争霸战争造成的巨大灾难遭到越来越多的人的反对，在公元前 597年晋楚爆发邲地大战之后，终于出现了息兵的转机。 

战争严重消耗了大国的国力，明智的国君开始看到战争的副作用，见好就收，不愿再旷日持久地进行战争。晋楚城濮大战，

晋国大胜，楚国一直有雪耻的心理，故新一轮战争不可避免，但晋、楚邲地之战后，楚国大胜，雪耻目的达到，晋国对输给楚

国较为服气，同时国内矛盾上升，故下一轮晋楚爆发战争的危险大为降低。《左传·宣公十二年》记楚庄王在庆贺邲地大胜时，

率先提出著名的“止戈为武”的观点，明确表达了止战的观念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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当时周天子是天下共主，各诸侯国向往回到天下一统，面对自然灾害，一国诸侯有难，他国相互帮助、救济，共享太平。

周成王时的太史史佚说过：“兄弟致美。救乏、贺善、吊灾、祭敬、丧哀，情虽不同，毋绝其爱，亲之道也。”(6)史佚之言，说

明共济思想在春秋时已经形成传统。许多诸侯不愿意看到天下秩序因晋楚争霸被破坏而希望遏止战争。这种意愿形成一股不可

阻挡的历史潮流，让晋楚两国颇为忌惮。 

残酷的战争，遭到有识之士的一致反对，反战声浪经久不息。鲁国大夫众仲说：“夫兵，犹火也，弗戢，将自焚也。”(7)

老子说：“师之所处，荆棘生焉。大军之后，必有凶年”；“兵强则灭，木强则折。”(8)卫灵公向孔子问军旅之事，孔子连谈都

不想谈，《论语·卫灵公》记载：“卫灵公问陈于孔子。孔子对曰：‘俎豆之事，则尝闻之矣；军旅之事，未之学也。’明日遂

行。”(9)《论语·述而》记载：“子之所慎：斋，战，疾。”(10) 

无休无止的战争，使晋楚两个大国疲劳不堪。如果晋楚交战到底，一方的确可能击败另一方，但是，胜者也会付出巨大代

价，实力会被严重削弱。如果交战双方是平局，则各方都无法在战争中获利，却都要为战争支付成本，因此，平局的结果实乃

共输。如果晋、楚实力被削弱到与齐、秦相当甚至弱于齐、秦的时候，则“鹬蚌相争，渔翁得利”，齐、秦一定会趁势而起，

争夺天下霸主，那么，争夺霸主的国家就增加到四个，这对于晋、楚都不是好事。所以，一方面，晋、楚在争霸问题上绝不妥

协、退让，绝不向对方让步；另一方面，双方尽可能避免直接交战而导致两败俱伤。体面“息兵”成为两国私下的意愿。息兵

不可能自动降临，于是，找到合适的人在两国之间牵线搭桥，达成息兵盟约，成为晋楚两国共同的选择。这种情况下，钟子期

的祖先钟仪最先被推上历史的舞台。 

四、钟子期之祖钟仪是晋楚间最早的息兵使者 

分析伯牙和钟子期二人的家族史，可以判定，伯牙和钟子期具体生活在春秋时期第一次息兵（公元前 580 年）至第二次息

兵（公元前 546 年）之间。 

钟子期为钟姓，楚国乐官之后，故精通音乐，由此可知钟子期的家族情况。春秋时期楚国设有乐官之职。《左传》有三条记

载，分别有“乐师”“泠人”“乐尹”三个名称：《左传·僖公二十二年》：“丙子晨，郑文夫人芈氏、姜氏劳楚子于柯泽。楚

子使师缙示之俘馘。”杜预注：“师缙，楚乐师也。”(11)《左传·成公九年》：“晋侯观于军府，见钟仪，问之曰：‘南冠而系

者，谁也？’有司对曰：‘郑人所献楚囚也’，使税之，召而吊之，再拜稽首。问其族，对曰：‘泠人也’，公曰，‘能乐乎？’

对曰：‘先父之职官也，敢有二事？’使与之琴，操《南音》。”杜预注：“泠人，乐官。”(12)《左传·定公五年》：“（楚昭）

王将嫁季芈，季芈辞曰：‘所以为女子，远丈夫也。钟建负我矣。’以妻钟建，以为乐尹。”杜预注：“乐尹，司乐大夫。”(13) 

《左传》的这三条记载，披露出以下信息： 

第一，楚国长期设有乐官之职。第一条记载发生在鲁僖公二十二年，时当公元前 638 年，楚成王三十四年；第三条记载发

生在鲁定公五年，时当公元前 505 年，楚昭王十一年，前后跨度 133 年，楚国一直设有乐官，可见在楚国，乐官一职，长期设

置，并未中断。《楚国历史文化辞典》介绍楚乐官职责：“乐人，乐官名。这种乐官专为国君、朝廷及贵族进行军旅、外交、婚

丧、祭祀、飨宴等活动司乐。”(14) 

第二，楚国乐官参与外交活动。从第一条记载看，楚成王受到郑文公夫人芈氏和姜氏的慰劳，“使师缙示之俘馘”，表明

楚国的乐官不光演奏音乐，管理乐器，还有参与外交活动的职能，职权范围较广。 

第三，楚国乐官由钟姓世袭。从第二条记载看，钟仪说泠人是“先父之职官也”，说明钟仪是世袭其父亲的乐官之职，钟

仪之后的钟姓子孙应当也是一直世袭。第二条记载发生在公元前 582 年，楚共王九年；第三条记载发生在公元前 505 年，楚昭

王十一年，说明钟建晚于钟仪 77年，楚乐官仍然姓钟，最起码从钟仪的父亲开始，一直世袭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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石泉主编的《楚国历史文化辞典》指出，钟子期可能是钟仪的后裔：“钟子期，春秋时楚人。钟氏，名期，尊称钟子期。

一说名徽，字子期，或谓楚国郧公钟仪的后裔。相传隐居汉水下游马鞍山，身为樵夫。”(15)钟仪在楚共王七年（公元前 584年）

任郧县县公，位高权重，不仅世袭乐官，还直接领兵作战。这年率领郧县的军队随同令尹子重伐郑，不幸战败被俘，旋即被献

给晋国。他的经历见于《左传·成公七年》：“秋，楚子重伐郑，师于氾。诸侯救郑。郑共仲、侯羽军楚师，囚郧公钟仪，献诸

晋。……晋人以钟仪归，囚诸军府。”(16) 

《左传·成公九年》记载钟仪虽然被俘，却以精湛的琴艺，高尚的气节，得体的谈吐，赢得了晋国君臣的极大尊重。在应

晋景公的要求弹奏了具有楚国特色乡音的“南音”之曲后，与晋景公进行了非常有意思的对话： 

（晋景）公曰：“君（楚共）王何如？”对曰：“非小人之所得知也。”固问之，对曰：“（楚共王）其为大子也，师保

奉之，以朝于婴齐而夕于侧也。不知其他。”（晋景）公语范文子，文子曰：“楚囚，君子也。言称先职，不背本也；乐操土

风，不忘旧也；称大子，抑无私也；名其二卿，尊君也。不背本，仁也；不忘旧，信也；无私，忠也；尊君，敏也。仁以接事，

信以守之，忠以成之，敏以行之。事虽大，必济。君盍归之，使合晋楚之成。”（晋景）公从之，重为之礼，便归求成。(17) 

晋国因为连年用兵，不堪重负，很想与楚和解。公元前 582 年，晋景公视察军用仓库，见到被俘的楚乐官钟仪，与之交谈，

晋大臣范文子建议将其释放，表达对楚的友好。景公听从了范文子的意见，礼遇钟仪，让他回楚国，向楚共王转告晋国求和之

意，较早发出求和的正式信号。钟仪因此肩负为晋国传达求和的使命返回楚国。 

大概是晋景公的诚意感动了钟仪，钟仪回到楚国后，在楚共王面前极力宣传息兵的好处，大讲晋国求和的诚意，力劝楚共

王接受晋国的求和。楚共王对钟仪非常尊重，接受了他的建议，马上行动，派大臣公子辰出使晋国，商谈息兵事项。《左传·成

公九年》：“十二月，楚子使公子辰如晋，报钟仪之使，请修好结成。”
(18)
钟仪圆满地完成了晋景公的嘱托，是晋楚两国均认可

的最早息兵使者，成为促成晋楚息兵的第一功臣。 

第二年晋国也派遣籴筏到楚国回聘。晋与楚开始和解。次年，宋国执政的大夫华元听说楚王答应了晋国使者籴筏的求和，

立即抓住契机，积极撮合签订盟约。公元前 579 年，楚共王十二年，华元促成了晋楚正式签订盟约： 

宋华元克合晋、楚之成。夏五月，晋士燮会楚公子罢、许偃。癸亥，盟于宋西门之外，曰：“凡晋、楚无相加戎，好恶同

之，同恤菑危，备救凶患。若有害楚，则晋伐之。在晋，楚亦如之。交贽往来，道路无壅，谋其不协，而讨不庭。有渝此盟，

明神殛之，俾队其师，无克胙国。”(19) 

盟辞内容表示了晋楚双方互不武力相加、共同对敌、互相交通、协商讨伐背叛的愿望。两国结盟后，郑成公到晋国接受和

约，晋、鲁、卫等国在琐泽（今河北涉县）相会，申明晋楚和好。这年晋国卻至到楚国聘问，《左传·成公十二年》：“冬，楚

公子罢如晋聘，且莅盟。十二月，晋侯及楚公子罢盟于赤棘。”(20)冬季，楚国公子罢到晋国聘问，十二月，晋厉公和楚公子罢

在赤棘郑重其事地举行结盟仪式。中原大地出现了久违的和平，显示出第一次息兵实现了历史的转折。可见，钟期的先祖钟仪

对于实现息兵功不可没。 

五、战火重燃，伯牙请缨再为晋国息兵使节 

第一次息兵的基础并不牢固。史载晋楚两国都没有遵守盟约。在签订息兵盟约的第四年，更爆发了大规模的晋楚鄢陵大战，

第一次息兵的成果被彻底葬送。 

伯牙眼见第一次息兵完全失败，恐战火重燃，决定尽自己最大的力量，重启晋楚息兵。伯牙其人，《警世通言》交代得十分

清楚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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话说春秋战国时，有一公，姓俞名瑞，字伯牙，楚国郢都人氏，即今湖广荆州府之地也。那俞伯牙身虽楚人，官星却落于

晋国，仕至上大夫之位。(21) 

《吕氏春秋·本味》“伯牙鼓琴，钟子期听之”句下，汉高诱注：“伯，姓；牙，名，或作‘雅’。钟，氏；期，名；子，

皆通称。悉楚人也。”(22)冯梦龙的交代是有依据的。楚国有俞姓，《通志·氏族略·以地为氏》：“楚公子食采于南阳俞豆亭，

因氏焉。”(23)这个俞瑞大人，先祖为某一位“楚公子”，血统高贵，后到晋国为官，春秋时期普遍“楚才晋用”，故伯牙到晋

国为官十分正常。 

伯牙此番来楚国到底是完成什么使命，《警世通言》没有具体交代，只是笼统地说：“因奉晋主之命，来楚国修聘。”而且

还特意注明：“伯牙讨来这个差使。”也就是说，伯牙出使到楚国，是自己要求的。“修聘”二字，颇为蹊跷。在春秋之际，

晋楚两国是死对头，大战不断，小战频繁，两国可以说老死不相往来，自从第一次息兵被破坏以后，两国战祸连连，“修聘”

二字更是无从说起。尤其是在第一次息兵晋楚两国使节频繁往来时，发生过楚国突然鸣响地下的编钟惊吓来访晋国使节的不礼

貌事件(24)，更令晋国的大臣们视到楚国谈判息兵为畏途。故晋君纵有再多诚意，也没有一位大臣敢于赴楚国商谈再次息兵之事。

这时，只有原籍楚国的大臣挺身而出，承揽此事，才有可能。这也是当年晋景公委派楚囚钟仪作为晋国特使向楚共王传达求和

之意的内在原因。 

伯牙注意到，第一次息兵大会成果被楚国率先破坏，最着急的是晋国。第一次息兵大会过后 32年，公元前548 年，晋平公

十年，晋国再次息兵意愿依然非常强烈： 

赵文子为政……谓穆叔曰：“自今以往，兵其少弭矣。齐崔、庆新得政，将求善于诸侯。武也知楚令尹。若敬行其礼，道

之以文辞，以靖诸侯，兵可以弭。”
(25)
 

晋国赵文子主政，对近年长期战火连绵，“兵其少弭（息）”，心急如焚，齐国急于联合晋国，赵文子不惜动用与楚令尹

熟识的私人关系谈判息兵，他相信若对楚国“敬行其礼，道之以文辞”，即卑辞请求，楚国一定会答应息兵。这时，选择最合

适担任出使楚国的使节的问题，便摆在了晋国的面前。很清楚，这个使节，最好是原籍楚国的晋国大臣，方便“敬行其礼，道

之以文辞”，提出请求而保持尊严，体面地推进息兵，制止战争。在晋国上下急于同楚国息兵的背景下，原籍楚国的伯牙看准

时机，挺身而出，主动请缨，当然会很快得到晋平公的批准。由此，伯牙成为继钟仪之后，第二位代表晋国谈判息兵的楚籍使

节，出使楚国。 

此时正值楚康王十二年，楚国被吴国牢牢拖住，胜少败多，为避免两面作战，也急于与晋国和好，故伯牙此行受到楚康王

的欢迎，《警世通言》说：伯牙“公事已毕，拜辞楚王。楚王赠以黄金采缎，高车驷马”。这“公事已毕”四字，说明楚康王接

受了晋国的要求，同意息兵，晋楚两个大国初步达成了息兵默契，伯牙圆满完成了使命。 

六、伯牙与钟子期并非“偶遇” 

冯梦龙在“知音故事”中设计了一个伯牙与钟子期“偶遇”情节，放在春秋晚期战争频繁的大背景中不合常理，显系虚构。 

伯牙是个有心人，作为晋国外交大臣，深知重启晋楚新一轮息兵，必须由晋楚两国的有识之士携手努力，互相策应方能做

到。他迫切想找到首次推动息兵的楚乐官钟仪的后人，共同谋划晋楚息兵之事。经过各种渠道，他打听到钟仪的后人可能生活

在长江汉水的交汇之地，便特意乘舟，前往寻找。 

可能伯牙没有想到，钟仪的后代会成为樵夫。钟子期虽为钟仪后代，却没有世袭楚乐官职务，反而成为樵夫。这很好解释。

《韩非子·喻老》：“楚邦之法，禄臣再世而收地。”
(26)

楚庄王令尹孙叔敖有大功于楚，儿子却非常贫困。《史记·滑稽列传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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记孙叔敖死后，他的儿子“无立锥之地，贫困负薪以自饮食。”(27)与钟子期一样，沦为樵夫。即使允许世袭的专职职官，如天

文官、史官、乐官等，按照春秋时期各国通行大臣世袭职官的规定，一般实行的是嫡长子继承制，钟子期虽为钟仪后裔，却不

一定是嫡长子。史载钟建能够随楚昭王一起逃难，当然是世袭乐官，后成为楚昭王妹夫。钟建一定系钟氏宗族嫡长子的后代，

才有资格世袭。钟子期可能非钟氏嫡长子，或为旁系庶出，在楚国成为樵夫是非常正常的。 

伯牙通过与楚康王交谈，达成初步息兵默契，使命完成，和平露出了曙光，当然高兴万分，返程时，有时间忙里偷闲，在

故乡楚国一边游山玩水，一边寻找钟仪后人。来到江汉交汇之地，特意在船上焚香抚琴，心想，楚乐官的后人一定精通古琴，

便拿出随身携带的古琴，夜晚在船头尽情弹奏，意欲通过琴声，找到钟仪后人，共谋息兵之事。 

伯牙与子期的交谈是知音故事的高潮。毋庸讳言，伯牙试探钟子期对琴曲的欣赏水平，有意先弹《高山》之曲，接着再弹

《流水》之曲，其实是借古琴展现息兵之后的美好世界：天下没有战争，一派宁静和平，人们从此可以享受生活，仰望高山，

俯观流水，寄情山水，怡然自得。伯牙在确认钟子期知晓琴曲之后，感情迅速升华，亮出欲倡导息兵的政治观点，子期心领神

会，大加赞许，伯牙大为高兴，对钟子期更加敬重，这才主动提出结拜兄弟，并赠送重金。冯梦龙精心设计了伯牙通过古琴而

与子期“偶遇”，从相识、相知、相敬，直至成为知音，结为生死之交的过程，但缺乏政治内涵，伯牙所谓遇到“知音”，并

非指纯音乐的知音，应该是子期充分理解了伯牙的息兵理想，两人不仅“情趣相投”，更是“志趣相投”，越谈越投机，形成

了政治看法的共鸣，让伯牙兴奋不已。 

七、伯牙终于促成晋楚第二次“息兵” 

伯牙出使楚国，不仅促成晋楚两个大国的国君私下达成了息兵默契，还通过钟子期推动了楚国民间发出呼吁息兵的声音，

为进一步召开第二次息兵大会奠定了良好的基础。 

宋国得知晋楚两国已达成息兵默契，像促成第一次息兵大会一样，再次行动。宋国大臣向戌出面，八方联络，四处奔波，

终于促成第二次息兵大会的召开： 

宋向戌善于赵文子，又善于令尹子木，欲弭诸侯之兵以为名。如晋，告赵孟。赵孟谋于诸大夫。韩宣子曰：“兵，民之残

也，财用之蠹，小国之大菑也。将或弭之，虽曰不可，必将许之。弗许，楚将许之，以召诸侯，则我失为盟主矣。”晋人许之。

如楚，楚亦许之。如齐，齐人难之。陈文子曰：“晋、楚许之，我焉得已？且人曰弭兵，而我弗许，则固携吾民矣，将焉用之？”

齐人许之。告于秦，秦亦许之。皆告于小国。为会于宋。(28) 

宋国向戌与晋、楚两国的重臣都有较深交情，期望借息兵以出名，不遗余力地奔波于晋、楚、齐、秦四国，再征求诸小国

的意见。大家一致同意，最后决定还是在宋国召开第二次息兵大会，签订息兵盟约。 

公元前 546 年（鲁襄公二十七年、楚康王十四年、晋平公十二年），在宋国举行了第二次息兵大会。这是各诸侯国为了消除

战争，通过长期谈判而达成相互妥协的成功范例。歃血之后，诸侯达成盟约。会盟的主要内容是，除了齐、秦，其他诸侯相互

朝见。 

第二次息兵大会，晋楚平分霸权，标志着晋楚争霸拉锯战的终结。息兵盟会后，晋楚之间再没有发生直接的对抗，附属两

个大国的各小诸侯国之间也很少发生战争，息兵大会卓有成效。 

息兵对诸小国有利，对楚国更有利。邓曦泽认为，此时楚国已面临吴国兴起而带来的巨大威胁，息兵盟会大大缓解了楚国

两面受敌的压力。由于吴国离晋国更远，晋、吴之间的利益冲突更小，因此，晋国的最佳之策应是联合吴国，对楚国两面夹击，

待灭掉楚国后，晋与吴再分割楚国的领土，划分其势力范围，分割楚国之后，晋与吴还可能继续争霸。
(29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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八、息兵成功，伯牙终身不复弹琴 

《警世通言》知音故事的结尾，俞伯牙履约于一年后到江汉交汇处与子钟期会面，却得知钟子期已逝，悲愤莫名，在坟头

摔琴谢知音，发誓终身不复弹琴。单纯的音乐之交，难以达到如此深度，只有在政治上达成共识，曾经身体力行，共同行动，

方才可能如此痴情。这也可以理解为伯牙告慰子期，当年达成的息兵共识，已经实现，再也不需要通过弹奏古琴来交流彼此情

感，抒发心中对可恶战争的愤懑了。 

冯梦龙《警世通言》知音故事的两个主人公的原型，身处春秋晚期，是倡导息兵、制止战争的英雄，冯梦龙脱离了时代背

景，没有加以展现，非常可惜。伯牙和子期的故事，深刻地反映了春秋时期有识之士通过“息兵”、制止战争的努力，已经形

成浩浩荡荡的历史潮流，不可阻挡。反对战争热爱和平，不仅是春秋时期的中原大地，也是全世界人民永恒的主题。 

注释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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